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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部农村的庙会文化*

——以陕北地区为个案

秦 燕 刘 慧

[摘 要]改革开放以来，陕北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多元经济转变，

城镇化速度加快，农村社会阶层出现分化，社会大环境的交化使重新兴盛的庙会既继承了传统庙会

的功能，同时又表现出以庙会活动为中心形成社区文化共同体、从传统神灵信仰转换为社会需求的

表达、在维护乡村秩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、开始在社区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以及促成民间庙会与地

方政府的互动等新的特点。对其作出全面、客观的评估，对推动西部大开发，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

和发展，将会起到积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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庙会作为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。新中国建立后，庙会活动一度沉寂，

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，全国各地农村庙会迅速恢复，90年代已达到了十分兴盛的局面，并

持续至今。陕北地区位于西北黄土高原，由于自然环境的制约，地区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。

90年代，刚刚达到温饱水平的陕北，庙会活动十分活跃，庙会数量之多、规模之大、举办之

频繁，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。①陕北是革命老区，又是西部欠发达地区，研究当地庙会的

发展状况，对了解转型时期西部农村的社会状况及其特点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一、庙会活动的兴盛

从20世纪80年代年代中期开始，在“继承中国传统文化”、“保护文化遗产”的口号下，

陕北农村普遍对旧的庙宇进行了重建、扩建，村村有庙宇，大的村庄甚至有数座乃至十几座。

围绕着这些庙宇进行的庙会活动按规模可分为几类：以村庙为中心，一年有两三次庙会，会期

多为一天，唱戏或请书匠说书，会众以本村村民为主；以一处庙宇为中心，由相邻的多个村庄

合办，会期2～3天，唱戏，并有一些小型商贸活动；庙宇规模较大，形成庙群，庙会有固定

的时间，会期5～7天，参加的民众跨县区，届时有唱戏及大型的商贸活动。以横山县为例，

[收稿日期】2005—11—07

[作者简介]秦燕，教授，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，710072；刘慧，硕士研究生，西北工业大学

人文与经法学院，710072。

*本文为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《陕北庙会与社会变迁》(项目批准号04F008S)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①陕西省报记者到陕北采访，曾以《陕北香火旺，群众敬神忙》为标题发表文章，形象地描绘出当地

庙会兴盛的状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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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13个自然村、21．27平方公里、370户、1511人有1处中等庙会；平均151．25平方公

里、90多个自然村、1万人有1处大庙会。⋯1陕北庙会最具特点的是拥有一批著名的特大庙会。

这类庙会历史久远且宗教地位较高，如佳县白云山庙会、神木二郎山庙会、榆林青云山庙会

等。白云山庙会期间赶会的人来自陕西、山西、内蒙古、甘肃、宁夏等地，1985年后，每年

参加庙会人数达100万人次以上。陕北民间为修庙花费了大量资金，如榆林地区共有12个县

市，约有1万处庙宇，按照最小规模和最低造价(不计投工、运费，只计算工料和技术人员的

报酬)测算，一般小庙造价约1万元左右，中型庙宇2万元以上，大庙30万元以上，特大型

庙宇100万元以上，仅民间投入修庙的资金就多达2亿元左右。旧J

恢复后的庙会活动满足了人们宗教、娱乐、交往的需求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陕北庙会

活动中宗教信仰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，其中以佳县白云山为中心，并辐射出延安太和山、靖边

祭山梁、榆林青龙山和黑龙潭、绥德合龙山五个二级中心，白云山、太和山、祭山梁均为国家

批准的道教活动场所，因此围绕着道观进行的庙会活动宗教信仰色彩浓厚。庙会期间，道士进

行专门的祭祀、祈祷等法事，一般群众都会进香拜神，求签问卦，戏剧演出和商贸成为辅助形

式。中国民间信仰的特点是其功利性和实用性，陕北大小庙宇供奉的神灵五花Jkl'-I，道教的真

武祖师、佛教的释迦牟尼和观音菩萨、儒教的孔子往往同处一庙。自然神常见的有龙王、雷

公、土地神等。榆林青云山、佳县白云山因供奉的神灵很多，被当地民众称为“全神庙”。各

路神灵共享祭拜，满足信众升学、谋职、升官、发财等等各种世俗的功利诉求。陕北一般的民

众对神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有，不敢信其无。到了庙会期间，即使在外做买卖的人，也要回村出

“给神唱戏的钱”。

陕北传统庙会“以祈祷农岁丰稔为目的，每岁届期恒斋戒清洁集僧拜忏社，必联合多村，

轮流铺坛，歌舞喧天，备极繁盛。”[3]3人们在拜神、娱神的同时也娱乐自己。20世纪90年代中

期，陕北农村小城镇发展较快，商业网点密布，庙会原有的商业贸易功能逐渐削弱，文化娱乐

的功能则有所增强，大小庙会都唱戏和举办各种娱乐。靖边县梁镇地处边远，虽然大部分家庭

有电视，但只能收三四个台，且信号很不稳定，当地民众文化生活较贫乏。每年几次庙会，就

是整个地区集体娱乐的时间，或请县剧团唱几天戏，或请人说几场书，还组织老年秧歌队，不

管哪种形式，热闹“红火”是主要目的。大庙会资金充裕，请来唱戏的都是省级的剧团和名

角，这是平时一般民众不可能享受到的。有的庙会除了演戏，晚上还放焰火，闹秧歌，转九曲

灯，吸引了许多中青年人，庙会上人头攒动，盛况空前。

二、庙会活动的新特点

改革开放以来，陕北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多元经济转变，城镇化

速度加快，农村社会阶层出现分化，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使重新兴盛的庙会既继承了传统庙会的

功能，同时又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。

(一)以庙会活动为中心。形成社区文化共同体

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陕北农村庙会的兴盛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地方文化的复兴与再造，

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统一局面被打破，民间社会的发展获得了一定的自由空间。而此时的农村由

于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，小块土地上的劳作不再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，大量劳动力从土地

上被解放出来。但是陕北乡镇企业极不发达，这些劳动力未能被就地吸收，除了一部分青年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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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节性地外出打工外，大部分仍然滞留在农村。庙会有组织的经常性的活动为农村人口释放闲

置的精力提供了机会。庙会的参加者一般有较明确的地域划分，尤其中小型庙会参加的民众相

对固定，因此庙会活动往往成为一个或大或小的社区文化共同体的表征。

庙会调动了社区内各阶层人们的参与热情，为各种力量的表现提供了机会和舞台，各种人

物通过庙会的大舞台表现自身，同时汇集为一个区域内的文化表达。米脂县娘娘庙位于县城南

关，每年3次大的庙会活动以南关村为主覆盖周围十几个村庄，形成一个以庙会为中心的社区

文化共同体。十几位会长，从年龄上看以中年人为主，也有老年人和青年。从职业上看，以农

民为主，还有县里的退休干部、当地的文化人、县城居民、小商贩等。这些“民间精英”是庙

会文化主要的倡导者和组织者，他们按照各自的特长进行分工，将庙会上的各种活动组织得有

声有色。作为一个区域集体力量的表达，庙会还对外界显示自己的力量与形象。因此，其组织

者便成为～定意义上的公众人物，要比一般人具有更多的才能和更高的威信，会长们通过组织

庙会活动来展示其能力和人格的力量，并从人们的赞扬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。从庙会活动的参

与者来看，十几个村庄(包括县城)几乎所有阶层的人均参与到数天的狂欢之中，人们为庙会

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，迎供仪式抬着神像巡游时，街道上挤满了人，政府部门的人也会出来看

热闹。晚上放焰火更是热闹非凡。这是这一区域内的“全民性活动”。应该说庙会的组织者、

民众、地方干部、地方文化人、文艺团体共同营造了庙会文化的氛围。

还有一种庙会表现出更紧密的社区文化共同体的特征。神木县的天台山庙会形成于清代中

期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时中断，20世纪90年代当地群众捐款十几万元修复了庙宇建筑，办起了

远近闻名的大庙会。天台山庙会的参与者涉及县城南部数十个村庄，有11正户、18帮户，72

家篾篾户的组织结构。“户”的概念在这里指的是“户族”，每一正户实际是当地一大宗姓，以

一个宗主村为主，同时包括了同一宗族成员所在的其他小村，如贺家川户内包括自家川的贺

姓，孟家沟户包括了同为一个家族的孟兴庄、孟家滩等，所以11正户实际涉及28个村庄。11

正户按年轮流主办社事，是庙会组织的核心和办会资金的主要来源。具体到每一正户宗主村

内，则是按族系门派分摊庙会活动的开支。轮到某一正户负责办庙会，几十户甚至上百户的人

家就会在会首的领导下忙碌起来，有的负责做饭，有的负责拉水，有的管戏台，有的管敬神烧

香，有的管收布施，各司其职。从村庄的地理分布上看，11正户的村庄位置都紧挨天台山脚

下，再远一些是18帮户，最外围是72家篾篾户。帮户、篾篾户所在村庄，每年庙会时只须根

据实际情况出一些钱物。

天台山庙会已形成一个地域广大的祭祀圈，[4]“村族”是庙会活动的基础和资源，也是构

造社区关系的基本元素，庙会体系实际建构了一种地方的秩序，奠定了这一区域内各宗族～村

庄之间的相互关系。“一个地区中心庙会的运作，在文化传统上是这个地区诸多社会力量的结

合及其特征”，“更多具有公共社会制度建构的意味”。[5j5主持庙会的大姓宗族居于主导地位，

其他小姓则处于附属的地位。而各大族长期轮年办会，每年由一个正户主办，其他正户协助，

表明宗族之间建立了一种平等交流、相互协作的关系。在社区文化共同体内，各宗族一村庄还

交换日常人文资源。如路家南洼村是天台山庙会组织体系18帮户中的一个村庄，根据20世纪

90年代的统计，路姓有嫁出女156人，其中嫁出地属于正户和帮户村庄的就有80人，占

51％，[4](一·239附表)宗族的婚姻圈与庙会祭祀圈表现出较高的重合。有学者提出，研究中国农村

结构特征时，要注意祭祖仪式和敬拜神灵两类仪式的相互关系问题。其实两类仪式都是村民对

所处社会空间的想像和解释。祖先属于一个宗姓，只对一个宗族发生作用；而神特别是那些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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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的大神，影响的范围却大得多。从祭祖仪式转换为庙会祭神仪式，各宗族一村庄通过庙会活

动大大扩展了自己的社会空间，共享同一社区内的资源。

(二)从传统神灵信仰转换为社会需求的表达

将名人置于神坛，在陕北历史上屡见不鲜，抗金名将韩世忠的蕲王庙在各县比比皆是，吕

布、花木兰也以“在籍”的陕北人被立庙祭祀。20世纪90年代，榆林、横山、靖边三县

(市)，分别由当地群众自发建立了塑有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像的庙堂。横山县原有庙山，山

上建有东岳大帝庙，1993年当地群众将庙山更名为“东阳山”，建造了“怀英阁”，置有“三

老”(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)的石膏塑像。1995年靖边县梁镇在祖师庙的院落里辟地建成

“思源宫”，也塑了“三老”像。榆林市郊的卧云山是一处包括祖师庙、观音阁的庙群建筑，

1994年，庙会组织选取汉白玉，请工匠精雕成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三座坐像，并修了大殿，

还于1996年毛泽东逝世20周年的日子举办了隆重的“民办三老纪念馆落成典礼”。№j这三座

“三老殿”的共同之处在于，都是民间的自发行为，都是庙会用香火钱投资建造的，而且因为

都坐落在传统的庙群之中，每逢庙会，当地群众在敬拜传统神灵的同时，也到此跪拜点香烧

纸，卜卦、求药、上布施者络绎不绝。每逢毛泽东诞辰、“七一”、国庆节等，则有机关干部、

学生在此集会，缅怀先烈。

“三老殿”可称之为陕北的“特色庙会”，表现出社会转型时期当地民众复杂的心理诉求。

西部的革命老区，曾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过巨大的贡献，建国以来国家花费巨额资金重点

建设、扶持，但由于其深居内陆、交通不便、基础薄弱等原因，经济发展相对缓慢，拉大了与

东部地区差距，成为相对贫困的地区。再加上转型时期的利益调整，一些基层政府不依法行

政、滋生腐败现象等，使仍然处于相对贫困中的群体普遍产生相对被剥夺感，“富人贷款几百

万也贷，穷人就贷不到钱，有钱的还是有钱，穷的还是穷”。①老区的民众免不了会产生心理

落差，尤其是一些退休老干部、老党员，便会怀念以往的辉煌岁月。横山县从土地革命到解放

战争，全县出了524名烈士，这曾经是当地人民的骄傲。怀英阁修好后，每年毛泽东诞辰或遇

有庙会，群众便会自发来敬拜“三老”，怀念伟人的同时也表达着对过去岁月的追忆。当地一

位老干部说，毛泽东时代“物质虽然不如现在丰富，但没有腐败，大家都平等”。②借助传统的

信仰习俗，当地民众已将老一辈革命家神化，并希冀现实社会中一切政治的、经济的、文化的

不平等都会被神的力量的灵验与神秘所消解。他们以崇拜革命领袖的独特方式，寻找到了一条

宣泄主观情感的途径。

(三)在维护乡村秩序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

进入20世纪90年代，西部农村社会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动。一方面，国家管理乡村的方

式发生了变化，开始实行村民自治，乡村社会原有秩序逐渐瓦解，而新的秩序和规范还没有完

全建立。另一方面，“社会转型造成的新旧制度的交替与对立，使农村人口所面对的环境的不

确定性大大增强”。∽J原本生活封闭、很少变动的农村人口在这一过程中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，

又缺乏新资源、新经验，只能依靠自己熟悉的传统。庙会中祈求神灵的保护，能带来心理上的

安慰和平衡，并使现实中积蓄的种种不如意在虚幻中得以暂时的化解。神灵惩恶彰善的传说故

事，则代表了象征性的社区权力对其范围内的民众行为进行约束。因此，庙会在维护当前乡村

秩序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。

①②笔者2004年5月横山县怀英阁采访笔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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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北的大小庙会都流传着各种神灵故事，其突出的内容是扬善惩恶，这在一定程度上规范

着变化中的地方社会秩序。“庙会戒规传说使该神灵所在的村庄成为一个集体信仰者，这个集

体信仰者胁迫着村落的所有个体不得采取有害于集体的言论或行为。”㈣8某村村长一上台，就

利用职权给自己和亲信捞好处，看到村里庙会办得红火就想接管，但没有实现，于是扬言要把

庙宇掀倒、把泥像都毁了，可是过了没多长时间，他的儿子因交通事故死亡，他自己因非法倒

卖土地引起村民上访，又涉嫌偷税漏税，被公安局拘捕。村里的舆论说“你不说要打神神吗，

你还没把他打倒，他就把你打倒了。”在一般民众心目中，这些神灵故事是否具有真实性并不

重要，重要的是它所显示的“因果报应”的生活逻辑，人们认为，无论佛教、道教都教人多做

善事，平时要多积德，否则有了灾难临时抱佛脚就来不及了。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”在社会

秩序暂时失范的农村就像是一种维护秩序的“自然法则”，人们以此规范着自己的行为并对周

围的事物作出评判。

改革开放以前，村庄成员生活和安全的基本保障是由人民公社体制来提供的，自从公社体

制解体和农户承包经营以后，农民家庭必须独自面对生活的风险。陕北农村在20世纪90年代

逐渐出现了社会分化，一些劳力少、无力外出打工的家庭陷人贫困。笔者曾亲眼目睹了一场村

庙的“求药”仪式。一位老年妇女为她出嫁的女儿求“神药”，女儿近年来一直有病，但又没

钱看病。她在神像前虔诚地磕头祷告，庙会主持人将通过一定的仪式得到的“神药”，交给这

位妇女，并交代了服药的细节。①显然，求药仪式的实质是庙会借助神灵对贫困者在精神和物

质上给予同情和帮助。西部农村人口普遍收入低，医疗及养老缺乏保障，社会分化加剧，使许

多农民在缺乏必要社会资源的情况下只好把希望投向了神灵。各类庙会活动中人数最多也最虔

诚的是老年人和妇女，而这些人恰恰是当前农村的弱势群体。

(四)开始在社区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

庙会活动的兴盛使各类庙会以香火钱的形式积累了一批资金。一般中型庙会一年的香火钱

可达10万元左右，大型或特大型庙会则每年可有上百万元的收入，除了修庙、唱戏以外，20

世纪90年代，庙会利用这些钱进行了多项社区基本建设。如横山县东阳山祖师庙会，每年庙

会活动期间都要举行一个救助仪式，给当地的特困户、鳏寡老人发放面粉、毛毯；每年还要拿

出一笔款项资助贫困学生上学、为村里修整道路等。镇川黑龙潭庙会捐资为当地修建了一所教

学设施完备的小学，并在地区林科所的帮助下，利用庙会收入建立了200余亩山地树木园，种

有很多珍稀树种，1992年注册为民办科技机构，吸引了美、日、加等国的环境保护组织到此

参观。榆林的卧云山祖师庙，是集庙观和民办植物园为一体的综合人文景观，庙会实行“以庙

养园”，修建了颇具规模的“民办植物园”，短短的几年时间，已栽种13大类、105科、341

属、953种植物品种，修建苗圃16亩以及192平方米温室一座。植物园处于陕北防沙治沙、

水土保持第一线，无论规模、品种数量以及民办特色，在陕北均属首位。笔者所采访过的大小

庙会，绝大多数庙会组织者都表现出绿化家乡、造福一方的愿望和行动，庙会因为有经费、管

理人员的保证，每年绿化的成绩甚至比政府组织的绿化活动还显著。这对自然环境恶劣、目前

正在实行退耕还林的陕北地区来说，无疑是一件好事。

庙会的香火钱逐渐向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”的趋势发展，成为民间集资的一种特殊形式，

庙会将宗教积德行善的信念与现实中扶贫济困结合起来，为地方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，做成了

①笔者2003年7月米脂县西村采访笔记。

·108·  万方数据



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部农村的庙会文化

一些地方政府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情。这可谓是转型时期陕北庙会区别于传统庙会最显著的特

点。

(五)民间庙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

陕北庙会组织及其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，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地方政府从意识形态的控制出

发，认定庙会活动为“迷信”，进行了拆庙、禁止等行政干预，但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维护宗教

信仰自由与抵制封建迷信之间的界限问题，有时还引起民众的反感。20世纪60年代，地方政

府尽了很大的努力开展宣传教育，采取了削弱庙会宗教色彩、取缔庙会组织的一系列措施，但

民间传统仍然持续着，如白云山庙会，1962年达14万人次，1963年仍有10万多人次。人们

对政府取缔白云山庙会组织“流露出严重的不满”。【9j进入90年代，地方政府与庙会的关系逐

渐发生了变化，这一变化的大背景是地方发展经济的需求与庙会社会功能的转变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，中央政府提倡保护历史文化遗产，一直被判定为“封建的”、

“迷信的”的庙会因其所在地的佛寺、道观具有文物价值而一并被地方政府重视起来，尤其是

地方政府认识到民间庙会具有旅游开发价值，可以为振兴地方经济服务，逐渐加强了对庙会的

管理。陕北各县都从民政局分列出宗教局，专门负责管理宗教场所及事务，对所辖范围里的庙

宇及庙会活动进行管理。大的庙会期间往往组成由民政、宗教、公安、文化系统共同组成的管

理机构。与此同时，在搞活当地经济、开发各项文化资源的思路指导下，地方政府引导庙会逐

渐减少宗教、迷信色彩，向文化旅游活动的方向发展。如米脂县政府授予县城南关村娘娘庙会

“翔凤山旅游风景区管委会”的牌子，与原有的庙会管委会两块牌子一套人马，使庙会活动完

全合法化，庙会组织实际承担起建设旅游景点的任务。横山县政府大力支持东阳山庙会搞绿

化，无偿提供树苗并计划将此地建成县城附近的一个旅游风景区，再加上不远处的秦直道遗

址，有望吸引县城及外地的游客。神木县天台山庙会90年代十分兴盛，县政府对民间庙会活

动没有进行干涉，而是计划在天台山建一座“刘志丹东渡黄河纪念碑”，①一方面纪念革命先

烈，另一方面也想借天台山的景观发展当地的“红色旅游”。地方政府要求宗教场所响应政府

号召，创建文明寺观，争当精神文明先进个人，在此影响下，各级庙会把更多的人力、财力投

入到绿化、环境保护之中。庙会的文化娱乐功能也大大增强，许多庙会除了保持巡游、唱戏等

传统仪式之外，还增添了摄影展览、猜谜语、现代歌舞表演等多项文化娱乐活动，越来越向文

化庙会的方向发展。

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兴起的庙会其主要组织成员发生了变化，不再以宗教人士为主，而

主要是些已卸任的村干部、回村的离退休老干部、村里有威望的老年人、村庄中的能人。这些

人的观念不再固守传统，他们在组织庙会活动时，更多的是将其当成展现自身才能的机会，

“借助庙会的开放性，村落能够与外部世界和上层权力进行非正式却广泛的交流和对

话”。[5](，．258)办得好的庙会不仅会长们能得到众人的拥戴，而且所在村庄也会在一定区域内赢

得声誉，并受到地方政府的关注。绝大多数的庙会会长都有一种自觉意识，竭力向政府行为靠

拢，不干违反政策的事，尽量与地方政府保持一致，以争取各级政府的支持。在开发地方资

源、繁荣地方经济、造福地方民众的大目标下，凭借庙会文化活动的方式，民间庙会与地方政

府的关系形成了良性循环，政府意志与民间文化实现了交流和共存。

①1936年，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八军在天台山设立指挥所，指挥部队从天台山脚东渡黄河，征战晋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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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小 结

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西部农村正处于新旧交替的过程之中，制度的变革、利益的调整使

民间文化传统的复兴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。庙会文化作为一种农村社区文化，从传统的娱神、

娱人、贸易等功能逐渐转向活跃社区文化生活、满足不同层次群众精神需求、为社区公益事业

服务以及绿化环境、旅游开发等功能，虽然也存在滥建庙宇、浪费财物、搞封建迷信活动等不

良现象，但是对促进地方文化、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大的积极作用。

当前民间庙会的发展与农村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，在一定意义上，庙会文化已成为一

些地方社区的民意表达，并直接影响、作用于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。以往学术界对西部经

济、生态环境的研究取得较多的成果，但对西部农村社会文化现状的研究则比较薄弱。因此，

深入研究西部地区农村文化包括庙会文化发展的趋势，对其作出全面、客观的评估，对推动西

部大开发，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，将会起到积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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